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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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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一个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旨
在研究自利型领导“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以及这种影响在“何时”更弱或

更强。 结果显示：自利型领导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情绪耗竭在此过程中起

着中介作用；工作繁荣负向调节情绪耗竭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并且负向调

节自利型领导通过情绪耗竭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这一间接效应。
关键词：自利型领导；情绪耗竭；工作繁荣；员工创新行为

中图分类号：Ｆ２４３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４２０（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４７－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０５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ｎｙｓｋ．ｎｊｕｐｔ．ｅｄｕ．ｃｎ
作者简介：张苏串，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脸’‘面’逆求视角下多层次亲组织非伦理行为衍化与后效的纵向追踪研

究”（７２０７１１２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迈向‘后物质主义’时代的职场精神对企业
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１８ＹＪＡ６３０１４５）；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新时代晋商精神助推
山西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机制研究”（２０２０ＳＹ０６４）

　 　 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企业必须把创新作为持续发展的动力。

而员工创新行为是企业创新的源泉［１］。 作为主要的组织情境因素，领导风格与行为会

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目前，学术界对什么样的领导行为有助于促进员工

创新行为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２］。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变革型等积极领导风格对员工

创新行为的影响，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消极领导风格的作用［３－４］。 但是从商业伦理和领

导效能的角度来说，领导行为的“阴暗面”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其中，自利型

领导作为一个新兴概念，正在成为国内外领导行为研究的焦点［５］。 该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比较缺乏。

基于此，本研究设计了一个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来探讨自利型领导对员工



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 首先，研究表明消极领导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６］。 在此基础

上，本研究推测自利型领导阻碍员工实施创新行为。 其次，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认为情绪耗竭是自利型领导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中间机制。 自利型领导使员工感知到

现有资源受到了威胁以及在获取新资源上存在不确定性，从而过度消耗内在资源，引发

情绪耗竭。 为了避免资源的进一步损耗，员工不愿意实施风险性较高的创新行为。 最

后，工作繁荣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包括学习和活力两个维度。 其中，员工可以通

过学习来提高实施创新行为的能力，而活力会增强员工实施创新行为的意愿。 因此，本
研究推测工作繁荣负向调节情绪耗竭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过程。

一、研究假设

（一）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

自利型领导是指下属感知到领导者将个人利益置于员工需求与组织目标之上的程

度［７］。 该定义是基于员工感知视角，所以领导者的非自利行为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有意

的自利行为，而领导者有意的自利行为也有可能不会被察觉到［５］。 已有研究表明自利

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满意度等负向相关，与员工越轨行为等正向相关［８］。 员工创新行为

是指员工在工作中产生创新构想或发现问题解决方案，并努力将之付诸实践的行为［９］。
研究表明，领导在激发员工创新行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０］。 故我们推测自利型

领导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具体原因如下：第一，员工会认为，即使他们实施了创新

行为，领导者也会将最终的创新成果占为己有［６］。 这种负面认知将削弱员工在创新过

程中的内在动机和创新意愿。 而 Ｌｉｕ 等的研究证明，内在动机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

为［１１］。 第二，Ｃａｍｐｓ 等认为，当面对自利型领导者时，员工会觉得不被重视，会对目前的

工作产生不确定感［７］。 创新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并存的投资，员工

在创新过程中所体验到的不确定感会阻碍他们提出创新想法［１２］。 第三，梁阜等认为员

工创新资源的实质是指员工将其他形式的资源转化为创新智力资源［４］。 当领导者从公

共资源中为自己分配更多的资源时，团体所剩的资源就越少，从而会进一步减少员工进

行创新所需的实际资源。 故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自利型领导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二）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

情绪耗竭是指个体过度使用生理和情绪资源后所产生的疲劳状态［１３］。 根据资源保

存理论，当个体资源受到威胁或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产生相应的资源收益时，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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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便会不断被消耗，进而导致压力增大，产生情绪耗竭。 已有研究指出管理方式是影

响员工情绪耗竭的重要方面［１４］。 自利型领导旨在满足个人利益，这使得员工面临着实

际或潜在资源损失的威胁，他们会感到工作没有保障，从而产生工作不安全感［７］。 而工

作不安全感作为一种负面的工作体验，会导致员工产生消极的心理与行为。 梁阜等的

研究表明工作不安全感会引发员工的情绪耗竭［４］。 同时，员工对未来资源的积极期许

本身就是一种资源［６］。 自利型领导增加了员工获取未来资源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

定感知会增加员工的焦虑，从而引发情绪耗竭。 Ｃａｍｐｓ 等的研究也证实了不确定感知在

自利型领导与员工消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７］。
情绪耗竭的员工处于资源匮乏状态，因此更倾向于采取资源保存策略。 而员工保

存资源的最好方式是降低其在工作或组织中的内在动机［１５］。 内在动机强调员工对工作

的兴趣和热爱，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时间承诺、认知灵活性以及冒险意愿等，从而促

进员工创新［１６］。 已有研究证明情绪耗竭可以通过抑制员工的内在动机，进而减少员工

创新行为［１７－１８］。 因此，当员工遭受情绪耗竭时，便会更加谨慎地处理剩余资源，主动减

少自己的付出，而不是实施风险性较大的创新行为。
综上，我们推测情绪耗竭在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具体而

言，自利型领导使得员工面临着资源失衡的困扰，通过降低员工的心理安全感等，导致

员工产生情绪耗竭。 而遭受情绪耗竭的员工为节省资源，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减
少创新行为。 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情绪耗竭在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工作繁荣的调节作用

工作繁荣是指员工在工作中同时体验到“学习”和“活力”的心理状态［１９］。 其中，学
习是指员工在工作中获取知识与技能，并在工作中应用，进而建立信心和能力；活力是

指员工在工作中富有能量和激情。 作为一种积极的主观体验，工作繁荣对员工身心健

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２０］。 Ｐｏｒａｔｈ 等认为工作繁荣可以对消极心理结果如情绪耗竭等，
起到缓冲作用［２１］。

大量研究证实了工作繁荣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显著促进作用：首先，在工作中学习是

员工进行创新行为的基础，它可以增加员工专业知识的积累，增强员工注意组织问题和

改善组织现状的能力，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２２－２３］。 其次，作为内在动机水平的一个指

标，活力及其包含的积极情绪不仅有利于促进员工参与创新行为的意愿，而且可以通过

提高员工的发散性思维和认知灵活性等确保创造性努力的成功［２４－２５］。 故我们可以推

论，一方面，高工作繁荣的个体更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在工作中不断学习，进而产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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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新技能与新想法；另一方面，高工作繁荣的个体有更多精力和动力投入到实施创新

行为的过程中，从而降低情绪耗竭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 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３：工作繁荣负向调节情绪耗竭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工作繁荣水平越

高，情绪耗竭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就越弱。
进一步地，本研究提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即工作繁荣同样负向调节自利型领

导－情绪耗竭－员工创新行为这一中介机制。 具体假设如下：
Ｈ４：工作繁荣负向调节自利型领导通过情绪耗竭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

当工作繁荣水平越高时，这一间接效应越强。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对象以山西和内蒙古等地企业员工为主。 数据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获取：第
一种是向参与人力资源管理培训课程的企业学员发放问卷，另一种是通过 ＭＢＡ 向其所

在企业的员工发放问卷。 数据收集工作通过两次完成，均采取员工自我报告的方式。
第 １ 次调研主要收集人口统计变量、自利型领导、工作繁荣和情绪耗竭方面的数据；间隔

１ 个月后开展第 ２ 次调研，收集员工创新行为方面的数据。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５７５
份，回收 ４８２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４２９ 份，有效回收率 ７５．６１％。 样本数据中，４９％为男性，
５１％为女性；高层、中层、基层管理者分别占 ２．８％，９．８％，２０％，一般员工占 ６７．４％；在工

作年限方面，不足 ２ 年的占 １９．６％，２～ ５ 年的占 ３１．９％，５～ ８ 年的占 ２４％，８ 年以上的占

２４ ５％；７１．４％的被调查对象为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直接采用现有成熟量表，所有题型均采用 ５ 点评分法，１ ～ ５ 表示同意的程

度，１ 表示“完全不同意”，５ 表示“完全同意”。
１．自利型领导：选用 Ｃａｍｐｓ 等［７］开发的量表，包括“我的领导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下

属”等 ４ 个题项。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为 ０．９４２。
２．情绪耗竭：选用李超平和时勘［２６］编制的量表，包括“下班时，我感觉筋疲力尽”等

５ 个题项。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为 ０．９２５。
３．工作繁荣：选用 Ｐｏｒａｔｈ 等［２１］开发的量表，包括“在工作中，我进步很大”等 ５ 个学

习维度的题项和“在工作中，我精力充沛”等 ５ 个活力维度的题项。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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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α 系数为 ０．９１７。

４．员工创新行为：选用 Ｓｃｏｔｔ 和 Ｂｒｕｃｅ［９］ 开发的量表，包括“我经常提出有创意的点

子”等 ６ 个题项。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α 系数为 ０．８９１。

５．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岗位和工作年限这些个体差异会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影

响［１１，１８］；景保峰等认为自利型领导对下属的作用过程可能受到权力距离的影响［５］，所以

本研究也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结果

（一）同源方差分析

本研究数据的采集对象均来自同一主体，所以我们使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测试法对数

据同源方差进行检验。 主成分分析抽取了 ４ 个因子，其中因子 １ 解释了 ２０ ８０％的方差

变异，未能解释绝大部分变异量（累计解释 ７２．１５％），这表明本研究中存在数据同源方

差但并不严重。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运用 ＡＭＯＳ２１．０ 对自利型领导、情绪耗竭、工作繁荣、员工创新行为这 ４ 个变

量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详见表 １。 四因素模型明显优于其他模型的拟合效果，这表

明本研究所涉及的 ４ 个核心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１　 验证因子分析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Ｇ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四因素模型 ３７９．４４２ １１３ ３．３５８ ０．９０４ ０．９４９ ０．９３８ ０．９４９ ０．０７４

三因素模型 ６６９．５５６ １１６ ５．７７２ ０．８４２ ０．８９４ ０．８７５ ０．８９４ ０．１０６

二因素模型 １ ９２３．５０４ １１８ １６．３０１ ０．６０７ ０．６５５ ０．６０１ ０．６５４ ０．１８９

一因素模型 ３ １１８．１９０ １１９ ２６．２０３ ０．４２５ ０．４２６ ０．３４２ ０．４２５ ０．２４３

　 注：四因素为自利型领导、情绪耗竭、工作繁荣、创新行为；三因素为自利型领导、情绪耗竭＋工作繁

荣、创新行为；二因素为自利型领导＋情绪耗竭＋工作繁荣、创新行为；一因素为自利型领导＋情绪耗

竭＋工作繁荣＋创新行为

（三）描述性统计

表 ２ 中给出了控制变量、自利型领导、情绪耗竭、工作繁荣、员工创新行为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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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由表 ２ 可知，自利型领导与情绪耗竭显著正相关，与员工创新行为

显著负相关；情绪耗竭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负相关；工作繁荣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

关，这为下文验证研究假设奠定了基础。

表 ２　 描述性统计分析

性别 年龄 岗位
工作
年限

权力
距离

自利型
领导

情绪
耗竭

工作
繁荣

员工创
新行为

平
均
值

标
准
差

性别 － １．５１ ０．５０

年龄 －０．０４ － ２．２５ ０．７３

岗位 ０．０９ －０．２４∗∗∗ － ３．５２ ０．７８

工作年限 －０．１０∗ ０．５６∗∗∗ －０．１９∗∗∗ － ２．５３ １．０６

权力距离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 ２．３２ ０．７６

自利型领导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３７∗∗∗ － ２．１７ ０．９７

情绪耗竭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４８∗∗∗ － ２．７６ ０．９９

工作繁荣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９∗∗∗－０．３２∗∗∗ － ３．７２ ０．７０

员工创新行为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４∗∗－０．１８∗∗∗ ０．５５∗∗∗ － ３．５８ ０．６７

　 注：∗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０１，下同

（四）假设检验

为了进一步明确变量间的关系，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法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

表 ３。
１． 主效应检验。 从表 ３ 的 Ｍ４可知自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β＝－０．１２，ｐ＜０．００１），故假设 Ｈ１ 得到支持。
２． 中介效应检验。 Ｍ２ 显示自利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情绪耗竭 （ β ＝ ０． ４６６， ｐ ＜

０ ００１）。 本研究根据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２７］的研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Ｍ５显示情绪耗竭负

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β＝－０．１３，ｐ＜０．００１）。 在 Ｍ６中，当自利型领导、情绪耗竭共同纳入

回归方程时，情绪耗竭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影响（β＝－０．１０，ｐ＜０．０１），自利型领导的负

向作用减小且不显著（ β ＝ － ０． ０８，ｐ＞ ０． ０５），故假设 Ｈ２ 得到支持。 接下来，我们运用

Ｍｐｌｕｓ７ ４，设置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重复抽样次数为 ５ ０００，进行中介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运行结果

显示，情绪耗竭在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４６，９５％置信区间

为［－０．１０，－０．０１］，不包含 ０，假设 Ｈ２ 再次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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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调节效应检验。 在进行层级回归之前，本研究对情绪耗竭和工作繁荣进行了中

心化处理来避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 Ｍ８中，情绪耗竭与工作繁荣的交互项负向影

响员工创新行为（β＝－０．０６，ｐ＜０．０５），因而假设 Ｈ３ 得到支持。

表 ３　 回归分析结果

情绪耗竭 员工创新行为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Ｍ７ Ｍ８

性别 －０．１９∗ －０．１５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１４∗∗

年龄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７

岗位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１０∗∗

工作年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２

权力距离 ０．２８∗∗∗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４

自利型领导 ０．４７∗∗∗ －０．１２∗∗∗ －０．０８

情绪耗竭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１

工作繁荣 ０．５３∗∗∗ ０．５４∗∗

情绪耗竭×
工作繁荣

－０．０６∗

Ｒ２ ０．０６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３３ ０．３３

ΔＲ２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１

Ｆ ５．６８∗∗∗ ２２．１５∗∗∗ ２．７０∗∗ ４．２１∗∗∗ ４．８２∗∗∗ ４．６８∗∗∗ ２８．９１∗∗∗ ２６．３８∗∗∗

４．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运用 Ｍｐｌｕｓ７．４ 检验在员工不同水平的工作繁荣

下，情绪耗竭在自利型领导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以及差异值。 如表 ４ 所示，
在高工作繁荣状态下，自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

－０．３０，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６３，－０．０４］）；在低工作繁荣状态下，间接效应值减小，但仍

显著（间接效应值为－０．１７，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３４，－０．０２］），两组效应值之间的差异显

著（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０２，０．２９］，不包括 ０），说明了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故假设 Ｈ４
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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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表

调节变量 间接效应 ＳＥ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高工作繁荣 －０．３０ ０．１５ －０．６３ －０．０４

低工作繁荣 －０．１７ ０．０８ －０．３４ －０．０２

两组差异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２９

四、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研究了自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过程，得出如

下结论：第一，自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负向影响。 这一结论也验证了消极领导

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这一观点。 第二，情绪耗竭在自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

起中介作用。 自利型领导作为一种压力源，会对员工情绪资源造成严重损耗，因此员工

不会利用自身剩余资源进行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较高的创新行为。 第三，工作繁荣不仅

负向调节情绪耗竭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且负向调节自利型领导通过情绪耗

竭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这一中间机制。 工作繁荣水平较高的员工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

创新动力，从而会促进创新行为的发生。

（二）管理启示

首先，自利型领导会导致员工出现情绪低落以及筋疲力尽等一系列消极状态，减少

员工创新行为。 企业管理者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例如建立权力问责制度等，对各

级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培训提升各级管理者的综合素质。 判断

领导行为是否自利取决于员工的主观认知，而研究表明，员工在自己所得的份额是公平

的情况下，不在乎领导行为是否自利，从而会缓解自利型领导所带来的消极情绪［７］。 企

业管理者要制定明确的、公开的绩效考核标准和薪酬分配体系，提高员工的分配公平

感。 其次，员工的消极情绪不利于其实施创新行为，因此企业管理者要对员工的情绪予

以高度关注，通过专业心理咨询辅导和团队建设等活动加强对员工的情绪管理，给予其

心理疏导，以降低情绪耗竭的程度。 最后，工作繁荣作为一种正向工作体验，有利于促

进员工创新行为，因此企业管理者应当培养员工的工作繁荣状态。 一方面，企业可以通

过给员工提供挑战性的工作和信息反馈等措施，使其始终保持不断学习的状态；另一方

面，企业应通过营造一种鼓励自主决策、互相尊重的组织氛围来帮助员工在工作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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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活力和积极的情绪体验。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员工自我报告数据，后续研究可通过同事、上级领导等多种

测量方法收集数据。 其次，本研究所用的测量工具虽然均是国外成熟量表，但基于中国

情境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准确，故未来研究需开发本土化量表。 再次，本研究在景保峰

等［５］的研究基础上，在分析自利型领导的作用过程时，将权力距离作为控制变量，未来

研究可将其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深入探讨。 最后，本研究的研究层次仅在个体层面，未来

研究可构建多层面的自利型领导－员工创新行为的模型，来探讨团队或组织层面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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